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规范阐释与机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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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４９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１９７７年两项附加议定书均有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规

定，确立了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条约义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张，“传播国际人道法”已确

立为一项习惯国际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传播国际人道法的重要枢纽。借助国际软法也可以促

进国际人道法的传播及其遵守。在缺乏成熟完善的传播国际人道法机制时，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

会的设立和完善确有必要。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从协调功能、咨询作用、规划报告和

交流工作等方面完善相关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国将自身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也是中国积极表

达制度性话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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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能够被遵守，不仅需要来自外界的 “他律”，而且需要对受法律约束者而言的 “自律”。

“自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法律约束者对法律的认知，因此，法律的传播实有必要。在国际法

各分支中，没有哪个法律比国际人道法更 “事关生死”，① 这根源于战争的残酷和杀戮。传播国

际人道法不仅有助于战时守法，防止违法，也是履行日内瓦四公约②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所载义

务的必然结果。③ 在有关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多从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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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国际法话语形成中的国际软法研究”

（１９ＣＦＸ０８４）的阶段成果。本文中所有网络资源最后访问时间均为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９日。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ｕｒｂｅｃｋ，“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１９８３）３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５，
ｐ１２６
日内瓦四公约是对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２日在日内瓦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四部公约的总称，它们分别是：《改善战地武装部队
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以下简称 《日内瓦第一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

瓦公约》（以下简称 《日内瓦第二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以下简称 《日内瓦第三公约》）、《关于

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以下简称 《日内瓦第四公约》），上述四部公约均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１日正式生效。此
外，为了弥补日内瓦四公约的某些不足，国际社会又于１９７７年６月８日分别通过了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２日日内瓦四公约
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以下简称 《第一附加议定书》）和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２日日内瓦四公
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以下简称 《第二附加议定书》），两项 《附加议定书》均于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７日正式生效。１９４９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１９７７年两项附加议定书构成现代国际人道法的首要渊源。
贾兵兵：《国际公法 （下卷）：武装冲突中的解释与适用》，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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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考察，① 尚未对该规则的性质和实施机制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第一部分指出 “传播国际

人道法”是条约义务，并解析日内瓦公约体系中的 “传播国际人道法”条款；第二部分考察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 “传播国际人道法”已确立为习惯国际法的主张；第三部分从国内制度、

国际组织和国际软法三个层面提出完善 “传播国际人道法”实施机制的可能路径；第四部分指

出中国要提升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制度性话语，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制度也应得到

完善；最后是结论。

一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条约义务及释义

日内瓦四公约均有类似规定：“各缔约国在平时及战时应在各该国尽量广泛传播本公约之约

文，尤应在其军事，并如可能时，在公民教育计划中，包括本公约之学习，俾本公约之原则为全

体人民……周知。”②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８３条第１款表述如下：“缔约各方承诺，在平时及在
武装冲突时，尽可能广泛地在各自国家内传播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特别是将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

学习包括在其军事教育计划内，并鼓励平民居民对各公约和本议定书进行学习，以便这些档为武

装部队和平民居民所周知。”③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１９条规定 “本议定书应尽可能广泛地予以

传播。”上述条款是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中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核心条款，为缔

约国设定了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条约义务。所谓 “传播国际人道法”是指基于国际人道法义

务，国家采取适当的措施，将国际人道法规则传授至全体人民，尤其要使武装部队、战斗员、医

务人员、行政当局等特殊对象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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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内外以国际人道法传播为主题的研究，比如 ?ｄｉｔｈＢａｅｒｉｓｗｙ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Ｈｕｍ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ａｎｄＲｅｄ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７）３１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３５７，ｐｐ３５７－３７１，这篇文章的同一期还刊载其他文章，都关注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实践，本文在此不再详列；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ｕｒｂｅｃｋ，“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ｐｐ１２５－１４３；ＫｕｎｔＤｏｒｍａ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ｉｎＷｏｌｆｆＨｅｉｎｔｓｃｈｅｌｖｏｎＨｅｉｎｅｇｇａｎｄＶｏｌｋｅｒＥｐｐｉｎｇ（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ＦａｃｉｎｇＮｅｗ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ｎＨｏｎｏｕｒｏｆＫＮＵＴＩＰＳＥ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７），ｐ２４６；
ＡｎｄｒｅｗＣｌａｐｈａｍ，ＰａｏｌａＧａｅｔａａｎｄＭａｒｃｏＳａｓｓòｌｉ（ｅｄｓ），Ｔｈｅ１９４９Ｇｅｎｅｖ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ｐ５９７－６１４；ＭａｒｃｏＳａｓｓòｌ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Ｒｕｌ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ｉｎＷａｒｆａｒｅ（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９），ｐｐ１２６－１２８；俞正山： 《国家和平时期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载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６１—６４页；郭阳：《论国家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义务》，载 《西安政治学院学

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８２—８４页；严阳：《论我国平时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几个问题》，载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４期，第１０４—１０８页；胡鹏：《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研究———路径、问题与对策》，载 《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
第６期，第３８—４３页；李强：《尊重并保证尊重国际人道法———１９４９年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的解构分析》，

载 《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３４—３５页。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４７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４８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１２７条第１款，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１４４条第１款。除此之外，《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２５条，《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
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６条，也有类似规定。
日内瓦四公约在 “最后条款”之下皆规定，公约以英文和法文订立，该两种约文共同作准，此外，备有俄文和西班

牙文的正式翻译文本。《第一附加议定书》第１０２条规定，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各本同样
作准。日内瓦四公约的中文文本系翻译文本而非作准文本，因此，即使是共同条款，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网站上所公布的 《第一附加议定书》与日内瓦四公约中文文本也存在不同。仅就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条款而言，

虽文本不同，内容实则一致。



（一）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主体

国家是传播国际人道法条约义务的主体。在国内层面，国家通过国内实体履行传播国际人道

法的国际法义务，可选择以国内立法的方式授权某一实体传播国际人道法，或者是设立国内机制

（如一国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来履行传播国际人道法的职责。由此而言，最终实

际从事传播国际人道法工作的主要是国内实体，即在传播学意义上，国际人道法的传播主体不仅

仅是国家。① 也就是说，以何种方式履行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义务，是各国自由裁量范围内的事

项。这一点也反映在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条款中，即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履行该义务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附加议定书》仅以简单的措辞规定了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义务，事实上反映

了传播国际人道法存在的挑战。在国际层面，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虽不负有 “传播国际人道法”

条款下的义务，但在国家传播国际人道法之外起着补充作用，鼓励、倡议、协调和支持国际人道

法的传播。②

（二）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时间

国家有义务在平时和战时传播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的平时传播体现在军事训练和公民教

育中。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发生之前广泛传播，其效果远比在战时 “临阵磨刀”传播的效果

强得多，③ 熟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的相关规定，不仅有利于武装冲突各方恪守

国际人道法规则，而且可以降低平民所受战火之害。战时传播国际人道法规则尤为重要。日内

瓦四公约除了在 “传播国际人道法”条款中有 “在平时及在战时”的措辞外，其他条款还规定

了负有战俘事宜和保护平民的当局应备有公约的文本，④ 强调了法律顾问在平时和战时的重要

作用。⑤

（三）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对象

日内瓦四公约规定 “为全体人民……周知”，意味着国家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一般对象是 “全

体人民”。同时，公约指明了传播国际人道法的特殊对象，比如，武装战斗部队、医务人员、随

军牧师、负有战时战俘事宜的国内机构、负有保护特殊人群的国内机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列

举了八类国际人道法的传播对象，包括武装部队及其战斗员、红十字或红新月组织的工作人员、

政府机构的公务人员、研究团体、中小学系统、医务工作者、记者和媒体以及平民大众，但这些

传播对象的涵盖范围依然有限。⑥

具体而言，武装部队及战斗员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应熟知作战手段与方法，以及战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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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传播国际人道法义务的国际法主体是国家。基于此，在实践中，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主体不仅仅限于国家，还可

能包括了政府机构、军队、高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媒体。参见严阳：《论我国平时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几个问题》，

第１０４页；胡鹏：《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研究———路径、问题与对策》，第３８—４３页；ＡｎｄｒｅｗＣｌａｐｈａｍ，ＰａｏｌａＧａｅｔａ
ａｎｄＭａｒｃｏＳａｓｓòｌｉ（ｅｄｓ），Ｔｈｅ１９４９Ｇｅｎｅｖ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ｐ６００－６０２。
ＡｎｄｒｅｗＣｌａｐｈａｍ，ＰａｏｌａＧａｅｔａａｎｄＭａｒｃｏＳａｓｓòｌｉ（ｅｄｓ），Ｔｈｅ１９４９Ｇｅｎｅｖ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６０１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ｕｒｂｅｃｋ，“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ｐ１２７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１２７条第２款，《日内瓦第四公约》第１４４条第２款。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８２条。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ｕｒｂｅｃｋ，“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ｐｐ１２７－１３３



遇、如何区别战斗员和平民、保护平民等其他规定。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的行为责任人不但要

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甚至可能归因于国家而使国家信誉和形象受损，因此，国家对实施尤其是传

播国际人道法的作用也至关重要。① 在战时，涉及战俘事宜或承担有关被保护人之责任的民政、

军事、警察等官方机构，都应当熟悉知晓公约的内容，② 这是履行并遵守公约中战俘待遇和保护

平民的相关义务的前提。在和平时期，中小学也应当是国际人道法的传播对象，将国际人道法的

学习纳入公民教育计划中，以便全体公民周知，确有必要。③

（四）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内容和方式

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方式，④ 仅有 “在公

民教育计划中”“在其军事教育计划中”的措辞。国家若仅以国内立法方式规定传播国际人道

法，不足以尽到履行条约的义务并产生传播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国家要采取具体的行动。传播国

际人道法的对象范围广泛，传播国际人道法则要 “因材施教”。就 “在军事教育计划中”传播国

际人道法而言，其方式包括开展军事演习和军事训练，以及编纂军事手册，而且要考虑各类各级

军事部队和人员的特点与职责，区别教导。⑤ 针对平民进行国际人道法的传播，采用视频影像、

网络资料等方式，可能更为妥当。

“因材施教”不仅体现在方式上，而且表现在内容上。比如，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

定书不同条文的规制对象不同，因而针对不同对象传播方式，侧重点应有所不同；相比对平民的

国际人道法传播，对战斗员的教导传播应更侧重于规则本身而非规则价值。⑥ 此外，国际人权

法、国际刑法与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密切相关，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人权保护、战争犯罪等相关

公约内容也在传播之列。⑦

二　“传播国际人道法”被认为是习惯国际法规则

条约和习惯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在规制国家行为时具有不同的功能。⑧ 习惯国际法约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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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朱文奇：《国际人道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９３页；李强：《尊重并保证尊重国际人道法———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的解构分析》，第３５页。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１２７条第２款，《日内瓦第四公约》第１４４条第２款。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ｕｒｂｅｃｋ，“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ｐ１３２
ＡｎｄｒｅｗＣｌａｐｈａｍ，ＰａｏｌａＧａｅｔａａｎｄＭａｒｃｏＳａｓｓòｌｉ（ｅｄｓ），Ｔｈｅ１９４９Ｇｅｎｅｖ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６０７
郭阳：《论国家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义务》，第８４页。
ＡｎｄｒｅｗＣｌａｐｈａｍ，ＰａｏｌａＧａｅｔａａｎｄＭａｒｃｏＳａｓｓòｌｉ（ｅｄｓ），Ｔｈｅ１９４９Ｇｅｎｅｖ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ｐ６０８－６１０
ＡｎｄｒｅｗＣｌａｐｈａｍ，ＰａｏｌａＧａｅｔａａｎｄＭａｒｃｏＳａｓｓòｌｉ（ｅｄｓ），Ｔｈｅ１９４９Ｇｅｎｅｖ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６１０。例如，除国
际人道法外，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涉及对武装冲突期间儿童权利的保护，以避免儿童卷入武装冲突。《国际刑事法

院罗马规约》将征募或招募不满１５岁的儿童，或在国际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中利用他们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确
定为战争罪。《儿童权利公约》第４２条、《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第６条第２款规
定，缔约国承诺以适当的手段，使成人和儿童都能普遍知晓条约的原则和规定。因此，在传播国际人道法过程中会

涉及上述公约的相关内容。

比如，国际法院在 “在尼加拉瓜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中适用法律时谈及条约和习惯的关系，“调

整该领域的两类渊源并非完全重叠，两者的实质性规则在内容上并非完全一致。即使内容相同，也不意味着排除适

用条约规则就等于排除适用习惯国际法规则。”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８６，ｐ１４，ｐａｒａ１７５



约当事国以外的国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国家同意是国际法的基石，具体映射在条约加入与退

出的机制上。当前国际社会中条约退出现象时有发生。① 如果被退出的条约是由习惯编纂和发展

而来的，或者该条约的规则本身反映了习惯国际法，那么，在国家退出条约的情况下，习惯国际

法的普遍约束力是国际法中制约国家行为的另一道屏障。因而，即使日内瓦四公约的缔约国数量

众多，从时代背景与危机防范的角度，阐释 “传播国际人道法”确立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仍

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相关内容及其参考作用

《习惯国际人道法》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研究国际人道法国家实践的成果，目的在于识

别国际人道法领域内的习惯国际法规则。② 该成果分为 “规则”和 “实践”两卷。《习惯国

际人道法：规则》第４０章 “国际人道法的遵守”，③ 涉及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习惯法规则 （见下

文表１）。

表１　 《习惯国际人道法》与日内瓦公约体系中 “传播国际人道法”条款的对比

《习惯国际人道法》的

内容

第１４１条：“各国必须提供法律顾问，如有必要，以便对国际人道法适用时，向相当等级的军事指挥官提供
意见。”④

第１４２条：“各国和武装冲突各方应向其武装力量提供国际人道法手册。”⑤
第１４３条：“各国应鼓励向平民传授国际人道法。”⑥

日内瓦公约体系中“传播

国际人道法”条款的对应

内容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４７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４８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１２７条第１款、《日内瓦第
四公约》第１４４条：“各缔约国在平时及战时应在各该国尽量广泛传播本公约之约文，尤应在其军事，并如
可能时在公民教育计划中，包括本公约之学习，俾本公约之原则为全体人民……周知。”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８２条：“缔约各方无论何时，以及冲突各方在武装冲突时，应保证于必要时有法律顾
问，对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适用以及就此问题发给武装部队的适当指示，向相当等级的军事司令官提供

意见。”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８３条：“缔约各方承诺，在平时及在武装冲突时，尽可能广泛地在各自国家内传播各
公约和本议定书，特别是将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学习包括在其军事教育计划内，并鼓励平民居民对各公

约和本议定书进行学习，以便这些档为武装部队和平民居民所周知。”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１９条：“本议定书应尽可能广泛地予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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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关条约退出的分析参见江河：《条约退出机制：法律困境、法理解读与中国方案》，载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第１７８—１９２页。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ｉｃｒｃｏｒｇ／ｅ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ｃｕｓｔｏｍｈｔｍ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ａｎｄＬｏｕｉｓｅ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ｅｄｓ），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ＶｏｌｕｍｅＩ：Ｒｕｌ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４９５－５０８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ａｎｄＬｏｕｉｓｅ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ｅｄｓ），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ＶｏｌｕｍｅＩ：Ｒｕｌｅｓ，
ｐ５００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ａｎｄＬｏｕｉｓｅ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ｅｄｓ），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ＶｏｌｕｍｅＩ：Ｒｕｌｅｓ，
ｐ５０１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ａｎｄＬｏｕｉｓｅ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ｅｄｓ），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ＶｏｌｕｍｅＩ：Ｒｕｌｅｓ，
ｐ５０５



《习惯国际人道法》是非官方编纂与发展国际法的成果，① 但也代表着国际法的实然法 （ｌｅｘ
ｌａｔａ）方向与应然法 （ｌｅｘｆｅｒｅｎｄａ）方向。② 所谓应然法，是指应当创设的法、被期待的法，③ 而
并非现实存在的法律。在编纂国际人道法之外，《习惯国际人道法》发展了国际人道法规则，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人道法的应然方向，具有专业而非法律约束力上的权威性。然而，该成果的

某些内容可能超越了现代国家的观念和认知而受到批评，有些国家 （比如美国）、国际司法机构

对其存在质疑，④ 也有学者质问 《习惯国际人道法》作为一整套规则体系是否达到习惯国际法的

程度。⑤ 因此，对于 《习惯国际人道法》中的规则是否确立为习惯国际法，应当采取辩证的方式

看待，区分清楚 《习惯国际人道法》中规则的实然法方向与应然法方向，而且应当站在国家的

观念认同和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立场上，作出契合现实的学理论证。

在文本内容上，通过表１可以看出，《习惯国际人道法》与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
书的规定内容相符。所以说，《习惯国际人道法》第４０章第１４１至１４３条客观反映了日内瓦四公
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中的 “传播国际人道法”规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实然法方向。

（二）“传播国际人道法”已被认为是习惯国际法规则

《习惯国际人道法》以及习惯国际人道法数据库提供了详实丰富的国家实践来源索引，以证

成 “传播国际人道法”应确立为习惯国际法的应然法方向。无论是 《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８条的
规定、国际法委员会编纂与发展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还是诸如郑斌 （ＢｉｎＣｈｅｎｇ）、⑥

达马托 （ＤＡｍａｔｏ）、⑦ 柯吉斯 （Ｋｉｒｇｉｓ）⑧ 等学者的观点，都表明一项规则构成习惯国际法必须考
察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⑨ 国家实践见诸于外交行为和来往公文、通过国际组织或国际性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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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梅：《晚近国际法民间编纂与逐渐发展述评》，载 《国际法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６６页。
“编纂”与 “逐渐发展”国际法是国际法委员会的职能。严格意义上讲，“编纂”意味着对实然法 （ｌｅｘｌａｔａ）的重
述；“逐渐发展”则是通过多边条约或者其他方式，将那些未生效的规则———即具有应然法 （ｌｅｘｆｅｒｅｎｄａ）性质的规
则发展为实然的现行规则。由此认为，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编纂与发展国际法，都代表着国际法的 “实然方向”与

“应然方向”。ＳｅｅＨｕｇｈＴｈｉｒｌｗａ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ＬｅｘＦｅｒｅｎｄａ”，（２００１）３２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
ｐ１０
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ａｓｓｅｓｅａｎｄＪｏｓｅｐｈＨＷｅｉ（ｅｄ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８８），
ｐ８６；ＨｕｇｈＴｈｉｒｌｗａ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ＬｅｘＦｅｒｅｎｄａ”，ｐ４
梁洁：《国际人道法研究的新成果——— 〈习惯国际人道法〉》，载 《学术探索》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７０—７１页。对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编纂和逐渐发展习惯国际人道法的批评，参见王海平：《１９４９年日内瓦四公约评注修订的理论与现实问
题分析》，载 《当代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４６—１４８页。
但并未否认的是，可以逐一分析 《习惯国际人道法》所总结的规范是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参见何志鹏：《国际法治

视野内的习惯国际人道法》，载 《东方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１８页。
ＢｉｎＣｈｅｎｇ，“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ｎ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Ｌａｗ？”，ｉｎＢｉｎＣｈｅｎｇ（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ｔｅｖｅｎｓａｎｄＳｏｎｓ，１９８２），ｐ２５１
ＡｎｔｈｏｎｙＡＤａｍａ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ｐ７３－９８，２７０－２７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ｉｒｇｉｓ，“ＣｕｓｔｏｍｏｎａＳｌｉｄ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１９８７）８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４９，ｐｐ１４９－１５０
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法中很少有比习惯国际法更为理论化的主题了，他们批评习惯国际法的不确定性，如 “历史上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缺乏民主正当性”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虚假习惯” （ｆａｋｅｃｕｓｔｏｍ）、 “薛定谔的习惯”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ｓｃｕｓｔｏｍ）；但是，批评者并没有否定识别习惯国际法的两个要素。上述批评观点，参见 ＢｒｉａｎＤＬｅｐａｒｄ
（ｅｄ），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ｐ４７－８５，ｐｐ８６－１１０；ＰｅｔｅｒＧ
Ｓｔａｕｂａｃｈ，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Ｕ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Ｌａｗ，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
ｐ７９；ＭａｒｋｕｓＰＢｅｈａｍ，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ｏｎＴｒｅａｔｙＬａｗ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ｐｐ５７－１０４。



议的有关行为、与条约有关的行为、国家的立法和行政行为、国家法院的判决，① 可归结为国家

对内和涉外行为两个层面。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践，包括了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各类指南、国内立法、国内

法院的裁决。许多国家为武装力量配备军事手册或类似的文件，作为教育之用，② 例如，美国

《战地手册》（ＦｉｅｌｄＭａｎｕａｌ１９５６）、《空军手册》（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１９７６）、《海上行动法指挥官
手册》（Ｔｈ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ｖ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５／２００７）等军事手册中规定
传授国际人道法的义务，并且强调平时传播国际人道法；俄罗斯 《军事手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ａｎｕａｌ
１９９０）和 《武装部队实施国际人道法的规章》（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ｂｙｔｈｅ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２００１）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一些国家的立法规定军事人员有
义务接受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传播及教导，③ 比如法国 《防卫法典》（ＣｏｄｅｏｆＤｅｆｅｎｃｅ２００４）（随后
多次修订）、德国 《军事人员法律地位法》（Ｌａｗ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１９９５）。除
此之外，各国在国内设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是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典型的国家实践。经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的统计，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１１６个国家已成了国际人道法的国家委员会或类
似机构，传播国际人道法是其重要职责。④

除此以外，与条约实践有关的行为、与决议有关的行为等国家涉外行为，也体现了 “传播

国际人道法”的国家实践。首先，１９６个国家缔结了日内瓦四公约；１７４个国家缔结批准了 《第

一附加议定书》，３个国家签署但未批准；１６９个国家缔结批准了 《第二附加议定书》，３个国家
签署但未批准。⑤ 日内瓦公约体系的缔约情况较能直观说明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规则具有广泛

的国家实践和普遍约束力。虽然个别国家对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作出了保留，但这

些保留没有针对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条款，⑥ 可以证实不存在国家明确反对传播国际人道法。其

次，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反映的国家行为，也可以考察国家实践，比如，联合国大会第

３０３２号、第３１０２号决议申明，促请武装冲突各方向军队和平民提供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信息；鼓
励研究和讲授国际人道法规则。⑦ 联合国有关决议要成为 “传播国际人道法”这一习惯国际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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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联合国大会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７３／２０３号决议：《习惯国际法的识别》，Ａ／ＲＥＳ／７３／２０３，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第３页，
结论６。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习惯国际人道法数据库显示，约 ８０个国家为其武装力量配备了军事手册，“ＩＩＩ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ａｎｕａ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ｓ：／／ｉｈ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ｉｃｒｃｏｒｇ／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ｈｌ／ｃｈｉ／
ｄｏｃｓ／ｓｒｃ＿ｉｉｍｉｍａ。但不排除还存在未收集到的国家实践，比如，考察中国的实践时，只提及了早期的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可以推测，由于国家实践证据的获取途径有限、各国军事信息不易获取等因素，这一方面的国家实践

数量应不止如此。

“Ｉ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ｓ：／／ｉｈ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ｉｃｒｃｏｒｇ／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ｈｌ／ｃｈｉ／ｄｏｃｓ／ｓｒｃ＿ｉｖｎａｌｅ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 （截至 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２５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ｃｒｃｏｒｇ／ｚ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
数据来源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ｉｈ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ｉｃｒｃｏｒｇ／ｉｈｌ。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条约数据库中，笔者逐一查询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所作保留后，得出

文中的结论。以 《日内瓦第一公约》的缔约国保留为例，访问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ｉｈ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ｉｃｒｃｏｒｇ／ａｐｐｌｉｃ／ｉｈｌ／
ｉｈｌｎｓｆ／Ｓｔａｔｅｓｘｓｐ？ｘｐ＿ｖｉｅｗＳｔａｔｅｓ＝ＸＰａｇｅｓ＿ＮＯＲＭ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ｒｔｉｅｓ＆ｘｐ＿ｔｒｅａｔ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３６５。
联合国大会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８日第３０３２（ＸＸＶＩＩ）号决议：《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Ａ／ＲＥＳ／３０３２（ＸＸＶＩＩ），１９７２
年１２月１８日；联合国大会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第３１０２（ＸＸＶＩＩＩ）号决议：《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Ａ／ＲＥＳ／３１０２
（ＸＸＶＩＩＩ），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



证据，至少不能存在明确的国家反对，如果有明示反对意见，则会减损国家实践的一致性，但

是，上述两个联合国大会决议表决过程中并未有国家明确反对。① 最后，各国在多个外交场合中

多次重申并承诺促进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与此同时，从国家普遍一致的实践中，可以推导出国家是否接受某个规范为国际法并同意受

其约束。比如，有学者指出，“联合国大会决议至少代表着一个集体的见解，它克服了习惯法标

准中所遇到的困难，也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认定存在法律确信的机制。”② 批评的观点认为，不

能依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建议性质的联大决议证明法律确信。毋庸置疑的是，国家缔结并批

准生效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表明自愿接受条约义务的约束，是法律确信的表现。

另一方面，柯吉斯提出的 “滑动尺度理论”较灵活处理了证明习惯国际法时国家实践和法律确

信孰轻孰重的问题。具体而言，国家实践的一致性越高，对法律确信的要求就会降低；诸如使用

武力侵略、剥夺基本人权等行为，违反了反映国际社会普遍价值的规范，并可能造成重大后果，

那么，在认定这些禁止性规范是否确立习惯国际法时，法律确信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替代

国家实践这一要素。③ 简言之，在国家实践普遍且高度一致，或者予以确认的规则不触及国际社

会普遍价值与根本安全的情况下，认定习惯国际法时对法律确信的要求就会降低。前文已说明

“传播国际人道法”具有普遍一致的国家实践，而且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履行和违反难以评

估，实践中也很难谈及违反该规则，而违反该规则是否危及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利益与安全，

也无从谈起。

因此，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来，“传播国际人道法”已确立为一项习惯国际法，对所有国

家具有普遍约束力。

三　“传播国际人道法”实施机制的完善

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中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相关条款采用了 “尽量广泛传

播”“如有可能”“为全体居民所周知”“鼓励平民居民”等激励性而非强制性的措辞，可能会

减损传播国际人道法义务的实施效果。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也未明文规定违反传播

国际人道法义务而应承担何种后果，更未提及违反该义务的制裁措施。在缺乏成熟完善的传播国

际人道法机制时，建立与完善国内制度和国际机制确有必要，国际软法的作用不容忽视。

（一）国内制度的设置

传播国际人道法是国家的国际法义务，国际人道法的传播依赖于国家，国内制度的设置是国

家履行传播国际人道法这一国际法义务的体现。即使考虑到全人类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和利

益，一国如何设立和运行国内制度，仍是国家主权范畴内的事项。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倡议与

鼓励下，为促进国际人道法在国内实施，大多数国家成立了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其职能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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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国际人道法”的规范阐释与机制完善

①

②

③

第３０３２号决议的表决情况为 １０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２５票弃权，４票未决，ｈｔｔ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ｎｏｒｇ／ｒｅｃｏｒｄ／
６５６５２０？ｌｎ＝ｅｎ；第 ３１０２号决议的表决情况为 １０７票赞成，０票反对，６票弃权，２２票未决，ｈｔｔｐ：／／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ｎｏｒｇ／ｒｅｃｏｒｄ／６５２４３６？ｌｎ＝ｅｎ。
〔美〕何塞·Ｅ·阿尔瓦雷斯：《作为造法者的国际组织》，蔡从燕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７５—３７７页。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ｉｒｇｉｓ，“ＣｕｓｔｏｍｏｎａＳｌｉｄ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ｐｐ１４９－１５０



体现在三方面：评估国内立法的状况，监督国际人道法的实施，以及促进国际人道法的传播。①

但是，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名称、运行机制和具体职责，都由各国自行决定。也就是说，一

国设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主要取决于国家意愿，是国际社会倡议的结果。但一国成立了国

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不仅能塑造国家积极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的良好形象，而且还表明一国促

进全人类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实现的意愿。

传播国际人道法国内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还取决于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积极履行国际人道法

的立场、能力和行动，二是与国际组织和国际软法有关的国际机制。前者属于国家主权范畴内的

事项，要考察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方能提出合适的完善建议。后者着眼于国际社会层面的共同

关切，国家之间利用和创设国际机制，就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制度建设，开展对话与交流，

反过来可以促进国内制度的完善。

（二）国际组织的作用

在 “传播国际人道法”这一义务履行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扮演着重要角色。② 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不仅着眼未来，致力于在中学和高等院校传播国际人道法，③ 而且还专门设立了国际人

道法咨询服务处，利用其全球的法律顾问网络，为各国提供咨询建议以及履约能力建设，指导国

家履行日内瓦条约体系下的相关义务，为缺乏国际人道法传播能力的国家提供人员和技术支

持。④ 这种培训和能力建设并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和建构。相关国

家在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员和技术支持的同时，也向外传播了该国传播国际人道法的经验

和策略。最终，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通过其人员和机构的网络，将各国的经验和政策汇集起

来，再共享给其他国家。这种跨国信息网络，促进了彼此的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⑤ 同样，各国

成立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也可以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纽带作用，分享经验和信息，以

促进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国际社会的其他组织化实践同样可以提供启示。在环境和人权领域中，早已出现了为监督和

执行条约义务所设立的条约组织，旨在促进相关公约的履行。⑥ 有学者已经指出，应当推进建立

关于国家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年度报告制度，国际社会将付诸集体努力，⑦ 促进国家履行传播国际

人道法义务的监督机制常态化。效仿多边环境条约和人权条约的制度化模式，也是另一个可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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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实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ｒｃｏｒｇ／ｚ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力国际人道法的传播，主要体现于设立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在武装部队和平民中传播国际

人道法、开展人道外交等三方面。参见缪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国际人道法的贡献》，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版，第１１７—１３２页。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Ｈ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ｒｃｏｒｇ／ｅｎ／ｗｈａｔ－ｗｅ－
ｄｏ／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ｈ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ＩＣＲＣ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ｒｃｏｒｇ／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ｃｒｃ－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
斯劳特的 “跨国政府网络”为本研究提供了视角和启示，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Ａ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５２－５５，６３。
饶戈平主编：《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０—８０页。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ＳｔｕｂｂｉｎｓＢａｔ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２０１４）９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７９５，ｐｐ８１２－８１３２０１５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政府起草的 《关于加强遵守国际人道法

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建立一个国家间会议制度，以促进国际人道法的遵守。



议。例如，通过设立缔约国大会、秘书处等常设机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的缔约

国定期向大会报告，这既可以使各国向国际社会阐明其为传播国际人道法所做出的努力和改进，

还能接受其他国家建议，共同促进国际人道法在各国国内的实施。此类条约组织建立起来，也可

成为具体负责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各国机构之间的交流场合，形成 “跨国政府网络”，促进信息共

享，有助于国际人道法的传播。同时，该机制也益于国内法治的完善，可能促成国家定期主动发

布关于国际人道法实施状况的白皮书。①

（三）国际软法的角色

国际软法是指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产生法律效果的规范”。② 国际软法作为国际硬法的补

充者，可以解释或细化条约条款，③ 为实施条约义务提供明确的规则和标准，具体内容可以是实

施和适用条约规则的指南，甚至是最佳实践的模板。④ 比如，国际劳工组织制定 《１９５１年关于男
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建议书》是对 《关于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中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原则的解

释和补充，⑤ 使之具有操作性而更具执行力。类似此类标准或建议的内容更为精细，留给被规范

者的自由裁量空间更小。⑥ 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条约在实体性的权利义务上达成一致，但缺乏实

施机制，而诸多国际环境保护的指南、建议或准则等国际软法，为国际环境条约的实施提供了详

尽的规则和技术标准。⑦ 由此而言，这些行业规则、技术性准则更具操作性和指引性，在缺乏执

行机制时，这些软法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促进履约的替代者角色。⑧

从现有实践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制定或参与制定了一些国际软法文件。⑨ ２００８年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和瑞士联邦外交部发布了 《蒙特勒文件———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

务公司营业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和良好惯例》，瑏瑠 旨在规制武装冲突期间各国私营军事和安保服

务公司，其中指出要考察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人员是否接受国际人道法的训练。瑏瑡 《第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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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以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履行为例，国家履行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办公室从中央、地方、行业等不同层面，

分类收集履行该公约的资料，汇编成册。国家履行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办公室编：《中国履行 〈禁止化学武器

公约〉报告 （２０１７）》，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就国际人道法的实施与传播而言，如果国家主动发布此类报告或
者白皮书，不仅有利于实施与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国家形象提升，而且引领并可能促成相关履行机制的形成，也是表

达国际法话语的重要体现。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接受斯奈德 （Ｓｎｙｄｅｒ）对软法的定义，ＦｒａｎｃｉｓＳｎｙｄ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１９９３）５６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ｐ３２。
ＡｌａｎＥＢｏｙｌｅ，“Ｓｏｍ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ｆｔＬａｗ”，（１９９９）４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９０１，ｐ９０５
Ｊüｒｇｅ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ｔＬａｗ”（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ｐ１７２
石亚莹：《论软法的优势与作用———以国际法为视角》，载 《法学杂志》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９４—９５页。
最具代表的是国际标准组织 （ＩＳＯ）确立的行业标准。ＪｏｏｓｔＰａｕｗｅｌｙｎ，ＲａｍｓｅｓＡＷｅｓｓｅｌａｎｄＪａｎＷｏｕｔｅｒ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ｓ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Ｌａｗ：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ＮｅｗＭｏｄｅｓｏｆ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ＲａｉｎＬｉｉｖｏｊａａｎｄＪａｒｎａＰｅｔｍａ（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ＨｏｎｏｕｒｏｆＪａｎＫｌａｂｂｅｒ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ｐ９３
王灿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影响和贡献》，载 《中外法学》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５８页。
相关研究，比如ＤｉｎａｈＳｈｅｌｔｏｎ（ｅｄ），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ｏ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Ｎｏ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马新民：《变革中的国际人道法：发展与新议程———纪念 〈日内瓦公约〉１９７７年 〈附加议定书〉通过４０周年》，载
《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７第４期，第７页。
白雪涛：《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对国际法的冲击及其规制》，载 《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６第１期，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蒙特勒文件———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营业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和良好惯例》第二部分，

第１０段。



加议定书》关于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条款比其他公约的规定简单，① 也反映了传播国际人道法所遇

到的困难。国际社会可以运用国际软法规范来弥补条约规定的不足。在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层面，

国际社会仍有必要充分挖掘国际软法的价值。

就传播国际人道法而言，国际社会不太可能缔结内容更为明确细致的条约，除国内制度和国

际机制外，国际软法是推进国际人道法传播的其他选择。② 前文指出，各国成立的国际人道法国

家委员会，形成了以传播国际人道法为中心的 “跨国政府网络”。③ 尽管该机构的设置和具体运

作属于各国自由决定的范畴，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挥着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枢纽作用，可以

制定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技术性和专业性指南，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也可参与其中。这在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标准形成，一方面，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参与标准的制

定，赋予了该标准在规范意义上的权威性和正当性，促成了该标准在国家传播国际人道法时的国

内适用。另一方面，凭借 “跨国政府网络”的协商机制，以及其内部成员之间的舆论压力、声

誉制裁等因素，也有利于该标准的实施。与此同时，拥有丰富经验的国家参与其中，可以主导传

播国际人道法的专业技术性指南的制定，其国内制度的建设完善及其经验，甚至可以作为最佳实

践的范本，影响国际社会对传播国际人道法机制的塑造。

四　“传播国际人道法”制度性话语的提升：以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为例

在国际交往中，国家运用规则、规范、机制、程序等制度，影响和塑造国际关系其他参与者

的行为。④ 制度的运用和表达，是制度性话语的体现；国际社会中 “他者”行为受制度的影响和

建构，是制度性话语产生的效果。简而言之，制度性话语是国家借助国内和国际制度所表达的且

能影响国际社会其他参与者的言语。国家创设或完善国内和国际制度，使其在制度上具有影响

力，并且建构国际社会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所以说，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制度性话语表达和提升

的前提和基础。

（一）完善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统计数据，１１６个国家成立了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⑤

为更好履行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的义务，中国于２００７年成立了国际人道法国家委
员会，其成员由外交、国防、司法、教育、卫生、军队等部门的人员构成，致力于协调各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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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１９条规定 “本议定书应尽可能广泛地予以传播”。

以条约和习惯为代表的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构成了全球治理的 “中心—外围”规范，国际软法是全球治理的外围规

范，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参见徐崇利： 《全球治理与跨国法律体系：硬法与软法的 “中心—外围”之构造》，载

《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３年第８期，第１９—２８页。
“跨国政府网络”促生了国际软法，参见徐崇利：《跨国政府网络与国际经济软法》，载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６年第
４期，第４１３—４３３页。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３４页。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 （截至 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２５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ｃｒｃｏｒｇ／ｚ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



构和军事部门实施与传播国际人道法，促进对外交流合作，开展科学研究。① 中国国际人道法国

家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处均设立在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网站中的 “联络部职责”一栏

显示联络部负责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② 在借鉴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其

类似机构的职能的基础上，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以下称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

制度完善，可以着眼于协调功能、咨询作用、规划报告和交流工作等四个方面。

第一，恪守机构协调功能。传播国际人道法不能仅仅依靠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部门

的努力，学术机构的支持也是必要的。③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协调大学或其他致力于国际

人道事业的民间团体的资源，④ 设计传播国际人道法的项目，建立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人员数据

库，鼓励国际人道法进入教学系统。中国红十字会参与了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的创建，该学

院是国际人道事业的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⑤ 因此，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与该

大学机构合作，凝聚国际人道法职业共同体，为建立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人员数据库奠定基础，而

且能在传播国际人道法的项目设计以及教学工作中取得进步。除此之外，协调组织学术研讨，促

进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沟通，共同发出国际人道法的中国声音，也有益于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发

挥研究咨询作用和做好内外交流工作。

第二，发挥研究咨询作用。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提

到了专家咨询、法律顾问、智库研究、决策论证等内容。⑥ 红十字国际学院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

会，⑦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依此发挥专家研究咨询的作用。一方面，评估国际人道法的国内

实施，为国内立法提出法律建议。比如，为了实施和传播国际人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规定了惩治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的罪行。⑧ 另一方面，在充分发挥协调功

能、组织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主动关注并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的人道法

问题，⑨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中的国际人道事务。以国际人道法领域的国际造法为例，《圣雷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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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凤城：《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人道法》，载赵白鸽主编：《中国国际人道法：传播、实践与发展》，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１０页。《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第１０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ｒｃｏｒｇ／ｚ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
《联络部 （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秘书处）职责》，中国红十字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ｒｇ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０６／２５ｈｔｍｌ。
赵白鸽主编：《中国国际人道法：传播、实践与发展》，序言。

有学者表明，中国红十字会协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中国军队内部举办了多次研习班。这说明中国红十字会在协调

职责上有着良好的实践，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沿袭和发扬这一优良实践。参见缪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对国际人道法的贡献》，第１７７页。
“红十字国际学院由中国红十字会、苏州大学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创立，是一所专门致力于红十字运动研究、人

才培养、文化传播、学术交流等的教学科研机构，是全球首个红十字专门学院。”红十字国际学院网站，ｈｔｔｐ：／／
ｉａｒｃｓｕｄａｅｄｕｃｎ／ｘｙｊｓ／ｌｉｓｔｈｔｍ。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解读》，中国红十字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ｒｇ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１２／
５５６８５ｈｔｍｌ。
《红十字国际学院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ｒｇ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１１／
６２７０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４４８条规定了 “虐待俘虏罪”。朱文奇：《国际人道法》，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０２—
５０４页。
比如，研究论证新型武器使用的合法性等前沿问题。参见俞正山：《国家和平时期的国际人道法义务》，第６４页。



上武装冲突国际法手册》① 《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② 以及 《奥斯陆武装冲突法专题手册》③

属于国际软法，但可能对一些国家及其军队产生影响。这些手册涉及海上武装冲突领域，试图创

设国际规则，产生了不同国际软法之间的竞争现象。④ 理论界发出了 “中国发起或主导编纂国际

人道法手册”的声音。由此，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也可以有所作为，或 “另起炉灶”主持编

纂手册，或 “深度参与”既有手册的编纂及其后续修订。

第三，建立规划报告制度。国际人道事业在中国要长远发展，谋划先行。国际人道法国家委

员会可以制定公共政策、年度计划或长远规划，⑤ 有助于渐进提升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和传播工

作，并促使其取得长远进步。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在传播国际人道法的队伍建设与具体实践

中，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⑥ 通过发布国际人道法在国内实施的年度报告等措施，既能产生更有

效的传播与宣传效果，也可以系统和全面地展示已取得的成绩。

第四，开展内外交流工作。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流主要体现在人道援助的物质方面，实施

与传播国际人道法等制度文化层面的国际交流需随之提升。如果以国际人道法事业为纽带，将研

究和践行国际人道法的社会成员联结一起，构成了国际人道法职业共同体，⑦ 共同体成员之间的

信息对等和共享是其应有之义。国际交流有助于信息共享和制度共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对

内交流的效果也应如此。因此，建设、运行和完善多语种网站，⑧ 可以拓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

会的对外话语传播媒介和沟通渠道。信息对等与共享有利于机制内外之间的正向互动，其他行为

体才能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提供正向反馈，共同促进国际人道法的传播，不仅益于宣传国际

人道法的基本价值和观念，而且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国际人道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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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Ｌｏｕｉｓｅ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ｅｄ），ＳａｎＲｅｍｏＭａｎｕａｌ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Ａｒｍｅ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ａｔＳｅ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简称为 《塔林手册２０版》，而 《塔林手册１０版》的全称是 《网络战国际法塔林手册》 （ＴａｌｌｉｎｎＭａｎｕａｌ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ｙｂｅｒＷａｒｆａｒｅ），仅针对于 “网络战”而不涉及和平期间低烈度的网络行动，《塔林手

册２０版》的规则扩展到了和平期间低烈度的网络行动。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Ｎ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ｄ），ＴａｌｌｉｎｎＭａｎｕａｌ２０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Ｃｙｂ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ＭｉｃｈａｅｌＮ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ｄ），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ＣｙｂｅｒＷａｒｆａ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ＹｏｒａｍＤｉｎ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ＡｒｎｅＷｉｌｌｙＤａｈｌ（ｅｄｓ），ＯｓｌｏＭａｎｕａｌ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Ｔｏｐ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Ａｒｍｅ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ｕｌｅｓ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２０）．
国际社会中软硬法共存且有互动，不同国际软法之间的竞争对抗是其中的一个现象。Ｓｅ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ＳｈａｆｆｅｒａｎｄＭａｒｋ
ＡＰｏｌｌａｃｋ，“ＨａｒｄｖｓＳｏｆｔＬａｗ：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０）９４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０６，ｐｐ７０６－７９９
秘鲁的研究与实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负责在国际人道法有关事项上制定公共政策、项目、规划、行动计划和战

略。ＳｅｅＣｒｉｓｔｉｎａＰｅｌｌａｎｄｉｎｉ，“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Ｈ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Ｈ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２０１４）９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１０４３，ｐｐ１０４６－１０４７
比如，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主席华建敏出指出，“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成立两年多

来，各成员单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结合本身工作和业务，在国际人道法的实施、研究、传播和交流方面做了很多

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绩。” 《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１０－０８／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９２４７３ｈｔｍ。
“国际法职业共同体”的有关论述参见 ＪｅａｎＤＡｓｐｒｅｍｏｎｔｅｔａｌ（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ｓ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何志鹏： 《中国国际法学的双维主流化》，载 《政法论坛》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第 １８９—
１９０页。
中国红十字会网站中的 “联络部职责”一栏显示联络部负责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联络部 （中

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秘书处）职责》，中国红十字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ｒｇ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６／
２５ｈｔｍｌ。



（二）提升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制度性话语

在国内和国际场合，中国以不同形式积极表达了传播国际人道法的话语。例如，早在１９９９
年第２７届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大会上，中国承诺促进和加强国际人道法在公民中的广泛传播和
教育。① 在加强话语表达的主动性与自觉性的同时，可以适当提高包括话语表达的媒介、话语表

达的方式在内的话语能力。红十字国际学院正筹划编写的 《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概论》一书，

日后将用于国际人道法事业的人才培养，该书内容涉及中国红十字会传播国际人道法的经验，②

以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中国经验介绍给国内外从事国际人道事业的人员，既体现了中国话

语的表达，也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不但需要主动自觉表达中国话语，还需要注重各领域制度性话语

的表达与提升。制度性话语体现了一国将其意识、观念、价值和制度转化为国际法的软实力，③

历史经验也表明制度性话语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制度性话语的表达，不仅维护了国家的自身

利益，④ 而且为国际社会谋福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一方面，讲好中国的传播

国际人道法的故事，⑤ 是中国国际法话语表达的重要体现，展示中国尊重与实施国际人道法的良

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中国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制度建设和完善，为其他国家提供制度经验，

与其他国家共商、共享和共建传播国际人道法的制度与规则，推动国际人道法治发展。

具体而言，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建立可表达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并推进国

际人道法传播的话语。⑥ 中国的制度经验可以通过涉外和国际机制介绍给没有建立或尚待完善该

制度的国家。⑦ 换言之，国际人道法委员会的建设与完善经验，作为制度性话语，有可能成为国

际制度的一部分。⑧ 同时，国际软法提供了制度性话语转化成为国际制度的载体。国际软法的可

接受性和包容程度比国际条约更高，其制定比国际条约更容易。由于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设

立、运行和职责是国家主权范畴内而非条约义务之下的事项，而且尚有一些国家并未在国内建立

类似机构，因此，以不具法律约束力而具有建议指引作用的国际软法，将不同国家建设与完善国

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成功经验吸收在内，是较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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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Ｒｕｌｅ１４３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ｓ：／／ｉｈ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ｉｃｒｃｏｒｇ／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ｈｌ／ｃｈｉ／ｄｏｃｓ／ｖ２＿ｃｏｕ＿
ｃｎ＿ｒｕｌｅ１４３
《〈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概论〉编写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红十字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ｒｇ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０１／７５９６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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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了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丛书”，包括了全球治理、全球和平、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国

际发展援助、世界人权保障等议题。以世界人权保障为例，该书图文并茂地向公众乃至世界展示了中国对人权保障

的努力。参见张永和、郑若翰等：《世界人权保障的中国方案》，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这种做法值得学习，如
果要阐释实施与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中国方案，资料的收集和获取是前提而且至关重要，从中国的现状而言，包括国

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从事国际人道法研究的学者在内的国际人道法职业共同体仍需努力。

赵白鸽主编：《中国国际人道法：传播、实践与发展》，序言。

《陈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对中国红十字会寄予厚望》，中国红十字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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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４１页。



五　结论

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项附加议定书的规定， “传播国际人道法”是一项国家的条约义

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张，“传播国际人道法”已确立为一项习惯国际法。由于 “传播国际人

道法”的相关规定措辞模糊，缺乏执行和制裁机制，其履行依赖于国家的自由裁量，所以，该义

务的履行还取决于国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实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重

要国际组织，将各国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国家机构联结起来，承担着 “传播国际人道法”经验技

术沟通的枢纽作用。国际社会如能制定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指南或准则，也可促成传播国际

人道法义务的履行。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规则、制度和机制的建构和完善，有助于国际法义务

的有效履行和实施，以缓解 “硬法不硬”的现象。国家参与到国际机制的设立、运行和完善之

中，将成熟的制度经验通过 “跨国政府网络”介绍给其他国家，这些都是国家表达国际法话语

的能力体现。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是形成国际人道法中国经验的重要制

度基础，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人道事务治理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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